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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生产”（Modular Production）作

为加工制造业的一种生产方式，即“将复杂

的生产进行多块的简单分解、再由分解后的

各个模块集成生产的动态模式”[1]，在现代工

业生产中有着广泛的运用。但实际上，这种

生产方式的起源甚早，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

史和优良的传统。德国学者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在关于中国古代艺术品生产的研

究中使用了Module Production一词，被中国学

者译为“模件化生产”[2]，并从多个方面进行

了讨论，但国内学术界对此尚未给予足够的

关注并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关于模块化生产，现代产业经济学认

为：“模块化是指利用每个可以独立设计的、

并且能够发挥整体作用的更小的子系统来构

筑复杂产品或业务的过程”。“根据模块化理

论，模块系统可细分为标准模块的生产和标

准模块的组合”[3]。

关于我国古代的模块化生产，雷德侯氏

认为，“有史以来，中国人创造了数量庞大的

艺术品……这一切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都

是因为中国人发明了以标准化的零件组装物

品的生产体系。零件可以大量预制，并且能

以不同的组合方式迅速装配在一起，从而用

有限的常备构件创造出变化无穷的单元”[4]。

基于上述模块化生产的定义及其原理，

或可认为：如果一件器物的一个部件或多个

部件先单独预制成型、然后再组合装配成一

个完整的器物——无论这个或这些部件是用

于组装一种器物还是多种器物，即可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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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生产。

从这样的定义出发来看，汉代作为我国

古代手工业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模块化生

产并非仅限于“艺术品”的制作，而是手工

业生产的诸多门类中已经比较普遍采用的一

种生产方式，成为这种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

发展时期，但迄今缺乏比较系统的研究。有

鉴于此，这里从典型考古资料出发，就汉代

模块化生产从个案分析和宏观考察的结合上

进行梳理，以深化汉代手工业生产发展状况

的认识，推进我国古代模块化生产的研究。

一、巫山麦沱陶俑：汉代模块化
生产的一个典型实例

为了便于理解和说明模块化生产这种

生产方式，有必要首先选取考古资料中的典

型实例 进行个案分析。汉代考古发现中，采

用模块化方式制作的器物并不少见，但考古

报告中大多缺乏必要的观察和明确的记述，

迄今所知最能说明问题的典型材料是巫山

麦沱汉墓出土的一批陶俑——“巫山麦沱

陶俑”。

这里的“巫山麦沱陶俑”，特指巫山麦

沱汉墓群M47出土的6件“素陶俑”。巫山麦

沱墓群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巫峡镇高塘村麦沱

山，1997～1999年间先后进行过三次发掘，

发掘清理战国至宋元时期墓葬计51座[5]。其

中汉墓31座，年代为西汉前期至东汉后期，

出土陶俑的有西汉晚期的M40（小型健身俑

6件）、东汉早期的M46（陶俑残破且未详

细报告）和M47[6]。麦沱M47为带甬道的刀把

形券顶砖室墓，未遭盗扰，随葬品多放置在

甬道后半部及墓室前半部，有金、银、铜、

陶、漆器等各类器物计121件，其中包括陶

俑18件以及镇墓兽和陶猪、狗、鸡、马、

龙、猪圈和楼等模型明器，其年代为东汉

早期。

关于M47出土的陶俑，发掘报告称俑有

“两套，一套为釉陶器，一套为无釉陶器。

前者个体小，后者个体大。人俑按社会地位

和职业又分为舞乐俑、侍俑（武士、庖厨、

提水、执囊）、奉祀俑（西王母）、镇墓俑

及其他（出恭、残俑）；动物俑有镇墓兽、

狗、猪、鸡、马等。均为双范合铸而成，人

俑为前后范，动物为左右范。合范痕迹明

显，内空”。其中，值得关注的是6件“素陶

俑”（即“无釉陶器”俑），即本文特指的

“巫山麦沱陶俑”。兹将发掘报告的记述抄录

如下。

西王母俑1件（M47∶61），红砂陶。

为半身造型，头戴高巾帻，卷云状衽边。

笑容可掬，袖手交于胸前，袖下及两侧有

人物画像及圆雕龙虎座。画像图案有九尾

狐、四足鸟、供奉仆佣及灵芝、瑞草、拂

尘、仙葩等。龙首残。在龙虎座上似还有其

他画像。已残。高49、宽39、厚15厘米（图

一，3）。

听歌女俑1件（M47∶35），灰陶。双膝

跪地，头与西王母头为同范所制。左手放于

左耳根部，右手抚在右膝上。面带微笑，作

恭听状。高56.5厘米（图一，4）。

女舞俑1件（M47∶62），灰陶。头与西

王母头为同范所制。舞姿、服饰与M47∶21

釉陶女舞俑同，但更逼真。高74厘米（图

一，1）。

提罐女俑1件（M47∶42），灰陶。头与

西王母头为同范所制。双手各抓一罐，双膝

微屈，作吃力状，应为提水俑。身后下方有

一弧形洞，应为减轻重量和平衡身体所设。

高67.4厘米（图一，2）。

镇墓俑1件（M47∶27），灰陶。头戴

冠，牛角、牛耳、人面、人身。獠牙外伸，

长舌垂胸。右手执三角头长兵器，左手握

蛇。腰带上有带扣。衽、袖、嘴等处涂朱。

身、腿分制。墓中双腿置于身前。双腿为同

范所制，因而两脚同边。脚穿麻草鞋。身与

腿相合通高88厘米（图二，1）。

武士俑1件（M47∶33），青灰陶。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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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外，身、腿与镇墓俑的身、腿为同范所

制，仅左手所握盾为附加。通高80厘米（图

二，2）。

上述6件陶俑中，西王母俑、听歌女

俑、女舞俑和提罐女俑虽然整体造型不同而

分属不同的俑类，并且3件女立俑身高也不

同，但它们的头部都是用同一模具制作，显

然是先将头部制作成一个模块，然后再分别

装配到不同的俑身上。镇墓俑的双腿为同一

模具制作，因此没有左、右腿的区别，而武

士俑的身和腿分别与镇墓俑的身和腿为同一

模具制作，显然是先将俑身和俑腿分别制作

成模块，然后再分别装配成不同的俑类，仅

在局部做必要的增减修饰（如武士俑的左手

增加一盾牌）。这

无疑是当时陶俑模

块化生产的一个典

型实例。

三 峡 地 区在 汉

代地属巴郡和南郡，

不是 汉 文化 的 核心

地 区和发 达 地 区。

这一 地 区作为 古代

人们 迁徙和 文化 交

流 的 大 通 道，其 文

化面貌 虽然 具 有一

定的地域性特色，但

同时更 具 有 汉 文化

的 统 一 性 特 征，尤

其 是西 汉中 期 之 后

更是如此[7]。就三峡

地 区的 汉代陶 俑 来

说，总体上具有巴蜀

故 地 汉代 陶 俑的风

格，应该是在当地烧

造的[8]。而这一地区

乃至 整 个巴蜀故 地

从 陶 俑的 制 作到 使

用，无疑都是源于中

原地区的汉文化，是汉文化统一性的一种具

体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巫山麦沱陶俑的

制作方式，不仅是当地陶俑制作技术的直接

再现，更是汉代陶俑生产方式的具体体现，

据此可以直接和形象 地理解汉代的模块化

生产。

二、模块化生产在丧葬用品生产
中的应用

考古发现的汉代遗物，大多出自墓葬

遗存，并且大都是为了埋葬而制作的丧葬用

品。因此，丧葬用品中模块化生产的产品，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模块化生产及其

发展状况。丧葬用品作为丧葬活动的专用物

1

2

3 4
0 20厘米

图一 巫山麦沱M47出土陶俑
1.女舞俑（M47∶62） 2.提罐俑（M47∶42） 3.西王母俑（M47∶61） 4.听歌女俑

（M4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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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类繁多，常见的有俑类、模型明器[9]

和各种装敛器具等，材质有陶、木、石和金

属等。这里择要分析。

汉代最为流行的俑类是陶俑，而陶俑

常常采用模块化方式制作。西安汉长安城西

北隅陶俑窑址出土的陶“裸体俑”（实际上

是着衣式陶俑的陶制部分，即“半成品”状

态）及其制作痕迹和模具等，清楚地揭示出

其制作方式，其年代为汉武帝时期至西汉末

年[10]。陶“裸体俑”的成型方式是：“先分

别用单扇模具模制出俑的上半身（包括头、

颈、胸和上腹部）的前半部和后半部，以及

下半身（包括臀部和下腹部、双腿及足）的

前半部和后半部，然后将俑的上半身的前、

后两部分和俑的下半身的前、后两部分黏合

对接，最后将上半身和下半身黏合对接成一

个完整的俑”[11]，然后再进行贴塑、刮削和

刻划等修整和细部加工。很显然，先分别制

成俑的上半身和下半身、然后将两者黏合成

一体，实际上就是一种模块化生产。值得注

意 的 是 ， 与 之 同 时

流 行 的 “ 塑 衣 式 陶

俑”，有些在制作过

程中也部分地采用了

这 种 成 型 工 艺 ， 如

汉 长 安 城 西 北 隅 陶

俑 窑 址 南 区 出 土 的

H1∶42塑衣式立俑

等[12]。东汉时期，陶

俑的这种制作方式已

普及到各地。如四川

地区东汉中期之后，

大 型 陶 俑 “ 一 般 是

头、身、四肢等分别

模范制作后，再粘接

起来，有些头和身是

分开制作的，之后直

接 将 头 插 入 颈 部 即

可”[13]。

汉代的陶模型明器，也往往采用模块化

方式制作。举例说来，河南辉县路固汉墓出

土的43件东汉中期至晚期的A型陶井模型，

圆筒形井身，圆形井沿，井沿上立井架和井

亭，“井身、井架、井亭顶均为分开制作，

连接处容易分离或断开”。其中的Ⅰ式陶井，

“井架斜，侧面呈梯形，两侧雕有龙首，龙

首形象生动。井架上覆四阿顶亭顶，颈部固

定有模制而成的辘轳”；Ⅱ式陶井，“井架

为两块模制的梯形长板，其上加仿木横栏，

横栏两侧为模制龙首”[14]。这种用模块化方

式制作的陶模型明器，在其他汉墓中也常可

见到。

其他材质的模型明器，也同样采用这种

模块化方式制作，尤其是形体大、结构复杂

的明器更是如此。

就铜制模型明器来说，首推武威雷台

东汉晚期墓出土的铜车马俑群。该俑群由铜

骑马武士17组、铜奴婢俑28件、铜马38匹、

铜车14辆等构成（图三），“俑、车、马均

1 2
0 20厘米

图二 巫山麦沱M47出土陶俑
1.镇墓俑（M47∶27） 2.武士俑（M4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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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范模铸型；先分铸不同部位，然后焊接或

铆连。如武士为身、腿、手分铸，牵马奴为

身、臂、手分铸，张氏奴为身、臂分铸，轺

车的车舆铸成一体。大车的舆輢、舆轸、舆

底，系分铸铆接。辕、轴、轮、辐、毂分

铸，采用焊接或铆连。马的头颈、躯体、四

肢分铸，然后焊接而成。马耳、

马尾和雄胜，分别另铸，然后在

马身上打孔插入”[15]。这一铜车

马俑群，无疑是模块化生产的又

一典型实例。类似的铜车马，还

发现于贵州兴义东汉墓[16]等地。

至于先分段铸造成型、然后再套

接组装成一个整体的铜马，则多

有发现。广西贵港风流岭31号西

汉墓出土的铜马，全长112厘米，

其双耳、头颈、身躯、四腿和尾

等分九段分别铸造成型，然后插

接装配为一体，装配接头为子母

口，上有小孔，以竹钉固定[17]。

广西合浦风门岭26号西汉后期墓

出土铜马M26∶6，通高94.8、全

长98.8厘米，“马分头、身、尾、

四腿等七段，各自铸造后装配而成。装配的

接头为子母口，无铆孔，但从接口的痕迹

看，似曾用胶粘和加固”[18]（图四）。四川

绵阳双包山2号东汉晚期墓出土铜马HM2∶ 

55，通高134、身长115厘米，“马的头颈、

胸、腰、腿分九部分铸造而成，各部连接处

均有子母口和钉孔，套合后用铆钉连接。马

的躯体浇铸工艺细致，体壁极薄，厚仅3～4

毫米”[19]。很显然，两汉尤其是东汉时期铜

马的制作，比较普遍地采用了模块化生产。

与之相类似，甘肃酒泉下河清汉墓出土的铜

独角兽，兽头和兽身采用双合范通体铸造

而成，但兽角和兽尾是分别单独制成后插

入[20]，也属于模块化制作的产品。

就木制模型明器来说，江苏仪征烟袋

山西汉中期的车马陪葬坑出土木马14件和木

牛2件，木马均由分别制作成型的头、颈、

躯干和四条腿组合而成，木牛则由牛角、身

躯和四条腿组合而成，其他人物俑则均用整

木雕刻而成[21]。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

木马，高87、长72厘米，是将头、颈、身、

尾和四条腿分别雕刻成型，然后再组装成一

图三 武威雷台汉墓出土铜车马
（引自《甘肃省博物馆文物精品图集》第155页）

图四 合浦风门岭汉墓出土铜马（M26∶6）
（引自《合浦风门岭汉墓》彩版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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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图五）；磨嘴子汉墓出土的木独角兽，

高35、长93.7厘米，是先分体制作角、头及

身、尾、四足，然后再粘合而成；磨嘴子汉

墓出土的木车模型和拉车木牛的制作方法，

同样如此[22]。但是，同墓地出土的小型木俑

和鸡、鹅、羊、狗、猴等小型木制动物模

型，则是整器通雕而成。这种情形，与四川

地区汉代大型陶俑采用模块化方式制作、小

型陶俑和动物模型则整体捏塑而成的做法是

一致的。

东汉时期以四川盆地为中心流行于西南

地区的铜摇钱树，更是采用模块化方式制作

的一种丧葬用品。各地出土摇钱树的细部尽

管多有差异，并且有学者将其分为24种，但

其基本结构类似，“钱树体系分段铸造拼接

而成”[23]，即有一个底座，其上插一株“枝

繁叶茂”的树；树干一般是分段铸成，然后

插接在一起；每段树干上伸出2～4枝不等的

枝叶，都是分别铸成后插接到树干上，枝叶

上挂满方孔圆形钱以及其他图像[24]。如四川

绵阳市涪城区石塘乡出土的一件，通高1.5

米，树干呈圆柱状，分为五节，每节挂4片

枝叶，枝叶分为两种，分别用两种不同的铸

范铸造而成，然后插挂到树干上[25]。这种铜

摇钱树可谓是汉代模块化生产的典型产品

之一。

实际上，汉代采用模块化方式制作的

丧葬用品非常多样化。如作为装敛用具的玉

衣[26]、玉席（或玻璃席）和温明[27]等，都是

用事先制作成一定形状的玉片连缀而成，或

是各部分先单独制作然后组装而成；大型木

棺上的铜铺首衔环、镶玉漆棺上的玉璧和

玉片等，也都是先单独制作然后安装到棺木

上[28]。王侯墓葬中的明器马车，体量虽小，

但制作精致逼真，车器一应俱全。以大云

山西汉江都王陵1号墓为例。该墓作为西汉

第一代江都王刘非之墓，葬于汉武帝元朔元

年（公元前128年）[29]；墓葬结构为大型黄

肠题凑墓，外回廊（即外藏椁）上层主要随

葬明器车马（下层也有随葬），车马漆木质

已朽，但金属车马器仍存，有铜盖弓帽504

件、铜车軎42件等多种铜车马器，镶嵌玛瑙

和绿松石的银盖弓帽15件等银车马器，以及

部分铁车马器[30]。铜盖弓帽制作精致，通体

鎏金或鎏银，分为五型，若按一个车伞盖需

装28根盖弓计算[31]，外藏椁上层陪葬明器马

车应多达18辆以上；若按铜车軎计算，则多

达21辆。它们完全是现实生活中实用马车的

“微缩版”，也是实用马车之模块化生产的

“翻版”。

综合起来看，汉代的丧葬用品中，无论

是各种俑类、模型明器还是装敛用具乃至摇

钱树之类的特殊陪葬品，制作过程中大都采

用了模块化生产方式。

三、模块化生产在实用器具
生产中的应用

模块化生产方式广泛应用于各种丧葬用

品加工制作的同时，同样广泛应用于社会生

图五 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木马
（引自《甘肃省博物馆文物精品图集》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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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和社会生活中各种实用器具的生产。

实用器具生产中模块化方式的应用，最

为典型的莫过于车的制作。以马车为代表的

各种畜力车（包括少量的牛车）是当时最主

要、最常用的交通运输工具，因而车辆制造

业是当时重要的产业之一。当时的车分为马

车和牛车，从车的结构看又有单辕车和双辕

车之分，马车因用途或乘用者的不同又分为

轺车、幡车、轩车、安车、辎车、輂车等，

形态上也多有差异，车轮、车舆、车辕和车

盖等也类型多样[32]，但其最基本的构造是由

木制车轮、车体和各种金属部件构成，尤其

是与车轮有关的车軎、釭、锏、輨等更是不

可或缺的金属部件，而以铜、铁制为主的金

属部件“车器”，都是先单独加工制作然后再

装配到木制车体上，并且种类繁多。以满城

汉墓1号墓为例。该墓甬道和南耳室共随葬

马车6辆，均为实用的真车，木质部分已朽

毁，出土的铜或铁制车器有车軎、釭、锏、

輨、轴箍、辕头饰、轙、伞盖柄箍、盖弓

帽、承弓器以及其他车器车饰计35种，其中

有的鎏金、鎏银或错金银[33]。一般来说，金

属车器无论是在铸铜或铸铁作坊生产还是在

车辆制造场加工制作，都是单独制作而成的

“模块”，因此，这种将金属车器与木质车体

组合装配成整车的做法，无疑是一种典型的

模块化生产。《续汉书·舆服上》所说：“一

器而群工致巧者，车最多，是故具物以

时，六材皆良”[34]，其意或在于此。

汉代铜日用器具流行，而铜日用器

具的加工制作也常常采用模块化方式，

尤其是灯具、熏炉以及带有附件的日用

器皿等更是多见。

各种铜灯具中，结构简单者一般采

用合范技术铸造成型，而形制结构复杂

者则往往采用模块化方式制作，如豆形

灯、动物形灯、釭灯和多枝灯等[35]。举

例说来，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1号墓出

土的铜灯具，集中反映出当时铜灯具制

作中模块化方式的广泛应用。该墓外回廊

下层出土铜灯16件，均为实用器，据文字描

述和图像观察记录可知：6件豆形灯中，有4

件的灯盘和灯柄是先分别铸造成型，然后插

接为一体；2件雁足灯的灯盘和灯座也是分

别铸造后插接成器；2件鹿灯均由灯盘、灵

芝形支架和鹿形灯座构成，都是各部分先铸

造成型然后插接为一体，并且“鹿角单独铸

造，可自由拆卸”；2件五枝灯的灯盘、灯

枝和灯座也是各自制作成型后相互插接为一

体（图六）；2件双釭灯的结构和制作更是

如此[36]。实际上，汉代结构复杂的铜灯，几

乎都采用模块化方式制作。南昌海昏侯刘贺

墓[37]、朔县平朔照什八庄1号西汉晚期墓[38]等

地出土的铜鸿雁衔鱼灯，整器做成鸿雁曲颈

回首衔鱼站立的形状，由雁喙衔鱼的雁首、

雁身、灯盘和灯罩等四部分套合而成；合浦

望牛岭1号西汉墓[39]、个旧黑蚂井东汉中期墓

（M16∶16）[40]等地出土的铜凤鸟灯，均为

头颈部和腹身部各自分段制作，然后插接为

一体；满城汉墓1号墓出土的“长信宫灯”

和单釭灯、邗江甘泉2号墓出土的牛釭灯、

南昌海昏侯刘贺墓等地出土的双釭灯等，

也都是先分段制作然后装配成器[41]。铜多

枝灯，更是模块化方式制作的典型之作[42]。

贵县罗泊湾西汉早期墓出土的铜十连枝灯

（M1∶8），整体呈扶桑树形，从主干分三

图六 盱眙大云山1号墓出土铜五枝灯（M1Ⅰ∶3708）
（引自《大云山江都王陵1号墓发掘报告》彩版二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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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向外伸出九条枝干，每枝顶端托一桑叶形

灯盏，主干顶端置金乌形灯盏，其灯干、灯

枝和灯盏均分别铸造成型，而灯干与灯枝、

灯枝与灯盏均用榫卯结构分别将其套接为一

体，并可自由拆装[43]。与之结构及其制作方

式类似的铜多枝灯还有合浦风门岭26号墓出

土的铜四枝灯（M26∶38）[44]、武威雷台汉

墓出土的2件铜十三连枝灯[45]等。汉代灯具

尤其是铜灯之所以类型多样、结构复杂且制

作精美，显然与采用模块化方式制作直接

相关。

铜熏炉尤其是造型和结构较为复杂者，

大多采用模块化方式制作。合浦风门岭26号

西汉后期墓出土的熏炉（M26∶128），由炉

盖、炉体、炉座和托盘等组成，各部分均分

别铸造成型，炉身外底中央有一小孔，与炉

座顶端相铆接；炉座底部中央有一柱，与托

盘相铆接[46]。与之相似的铜熏炉，还发现于

云南个旧黑蚂井16号墓[47]等地。满城汉墓1号

墓出土的错金铜博山炉（M1∶5182）和铜熏

炉（M1∶5090）、2号墓出土的铜骑兽人物

博山炉（M2∶3004）等[48]，其制作也都采用

了模块化方式。

汉代的铜日用器皿大多造型和结构比

较简单，一般是整体铸造或锻造成型，但有

的在制作过程中也采用了模块化方式，如广

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出土的西汉早期铜盆、

盘和匜等即为实例。该墓出土的彩画铜盆

（M1∶15），口沿和腹壁上绘有精美的漆

画，器壁的四个铺首衔环造型和大小相同，

都是先单独制作成型后再铆接到器体上；与

之同出的M1∶20、24、26铜盘，M1∶18、

2 1 、 2 2 铜 盆 等 腹 壁 上 的 四 个 铺 首 衔 环 ，

M1∶6铜匜的两个鎏金铜铺首衔环等，也都

是用同样的方法先单独制作然后再安装到器

壁上[49]。这种做法，在考古发现的汉代铜器

中常可见到，如天长三角圩1号西汉晚期墓

出土的铜器中，M1∶7铜匜，“铸造，铺首

衔环为后铆接，腹内壁见乳状铆钉”；B型

甗“甑、釜的上下分别为锻造，铺首衔环为

铸造铆接”[50]。由此可知，将器身先分段锻

造然后再锻接成一体，或先单独制作铺首衔

环、器耳、捉手等附件然后再铆接到器身上

的模块化生产，是汉代铜日用器皿制作的一

种常见方式。

有些漆器的制作，也采用模块化生产

方式，尤其是工官生产的金属釦漆器，更是

如此。以蜀郡西工造漆器为例。迄今所见蜀

郡西工造的28件漆器中，镶有铜釦、鎏金铜

釦或铜耳者计18件，它们分别为鎏金铜釦漆

盘、鎏金铜釦漆樽盖、铜耳或鎏金铜耳漆

耳杯，并且在其刻铭中明确刻有其工种和工

匠的名字，如“铜釦黄涂工”、“铜辟黄涂

工”、“铜耳黄涂工”、“黄釦工”等[51]。很显

然，这种漆器上铜釦和铜耳的制作无论是属

于漆器作坊中相对独立的“工段”还是由单

独的金属作坊承担，它们都是先制作成单独

的模块然后再装配到漆器上。类似的情形，

在其他工官的漆器生产中同样可以见到。贵

州清镇汉墓M15和M17出土的2件漆耳杯，形

制、大小及花纹均相同，双耳作新月形，耳

缘镶鎏金铜釦，同为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

3年）广汉郡工官造，制作和安装鎏金铜耳

的分别为“铜耳黄涂工常”和“铜耳黄涂工

慧”[52]。实际上，汉代漆器上的铺首衔环、

耳、钮、足、把手、执柄、釦件、包角、三

叶饰、四叶饰等铜制（或鎏金银）、银制或

金制部件以及装饰件[53]，都是先分别单独制

作成型然后再安装到器体上，是当时通行的

制作方式。

兵器武备的生产中，也存在模块化方

式的应用，尤其是弩机、甲胄等的制作更为

突出。

弩机作为远射兵器的关键部件，既有

铁制品，也有铜制品，但以后者为常见[54]。

汉代的铜弩机由牙及望山、悬刀、牛、栓和

郭（机匣）等部分构成[55]，其各部分先分别

单独制作，然后再装配成器。为了保证其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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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工官生产的铜弩机的机郭上，还往往刻

有与制造者相关的铭文。河南灵宝张湾4号

东汉墓出土的铜弩机（M4∶29），郭身一侧

刻有铭文36字：“永元六年，考工所造八石

鐖郭，工吴孟作，造工王山，太仆鉴右工掾

闿、令伦、丞诗、掾□、史旦主”[56]。弩机

在当时属于精密机具，社会使用量大，并且

由多个部件构成，采用模块化方式制作，是

保证质量、提高产量的一种重要途径。

汉代的甲胄，有铁甲胄和皮甲胄两种。

“汉武帝以后，军队装备中铁甲和皮甲兼行

并用，但已以铁甲为主，皮甲为辅”[57]。迄

今考古发现并经过清理复原的均为铁甲胄。

汉代的铁甲胄，尽管有札甲、鱼鳞甲和精细

鱼鳞甲等多种类型，其形制和细部结构也多

有差异，但其基本的结构和制作方法都是用

麻绳、丝带或皮条将甲片编连而成。以临淄

西汉齐王墓铁甲胄为例。1979年发掘的临淄

西汉齐王墓五号陪葬坑出土2领铁铠甲和1件

铁胄，墓主人为西汉第二代齐王刘襄，葬于

公元前179年[58]。经清理复原，其中一件由表

面贴金或贴银的甲片编连而成的“金饰甲”，

用麻绳编连，共计用铁甲片2244片，甲片均

有数量不等的穿孔，其形状有三种型式：组

成甲衣主体的槐叶形甲片，上平下圆，两侧

边外弧；用以组成垂缘的纵长方形甲片；用

以组成两肩的横长方形甲片[59]。西安市北郊

汉墓铁甲、满城汉墓铁甲、徐州狮子山楚王

墓铁甲以及广州西汉南越王墓铁甲等，尽管

在甲衣形态、细部结构和甲片形制上有所不

同，但其制作方式是相同的[60]，是一种典型

的模块化生产。

上述马车、日用铜器、漆器和兵器武备

之外，模块化方式还应用于其他材质和类型

的实用器具的加工制作。洛阳烧沟汉墓出土

的东汉晚期铁提灯和多枝灯、临潼洪庆堡汉

墓等地出土的铁锁具、广州西汉南越王墓等

地出土的铁三足釜架等[61]，都采用了这种模

块化生产方式。玉具剑的剑首、剑格、剑璏

和剑珌等，都是先单独制作成型然后再装配

到铜剑或铁剑及剑鞘上[62]；作为计时器具的

铜漏壶、作为度量器具的铜卡尺等，也都是

各部分先单独制作然后装配成一体[63]。天长

三角圩汉墓出土遗物中，陶器的器耳、器足

和铺首大多为模制，采用粘接的方式固定于

器身[64]；铜器的器身铸造或锻造成型，而铺

首衔环等附件是分铸后用焊接或者铆接等方

法将其固定于器身；铁器铸造或锻造而成，

“日用铁器中的釜、暖炉和兵器中的剑、匕

首为分铸套接”[65]。很显然，模块化生产方

式在汉代实用器具的加工制作中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

四、汉代模块化生产的
综合考察

上述考古发现及分析表明，模块化生产

作为加工制造业的一种生产方式，在汉代已

经获得比较广泛的应用，而汉代的模块化生

产是秦代模块化生产的继承和发展。

考古发现中可以准确判定为秦代的资料

虽然有限，但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发现集中

展现了当时模块化生产的发展状况。首先，

1980年在秦始皇陵封土西侧的3号陪葬坑发

掘出土2辆铜车，经清理复原研究，铜车马

是按真车马的约二分之一大小制作的模型明

器，造型准确、结构复杂、形象逼真、制

作精美。每辆车均由2000个以上的零部件构

成，主要零部件为锡青铜制品，大多是铸造

成型，然后采用嵌铸法、包铸法、焊接法以

及销钉连接、活铰链接、铆接、套接、插接

等多种机械连接工艺组合装配而成[66]，可谓

我国古代模块化生产的典型代表。其次，陶

兵马俑的制作。据发掘者的观察和研究，陶

俑的制作是“首先用泥塑成俑的大型（粗胎

或名初胎），再进行第二次敷泥加以修饰和

刻划细部；头、手和躯干是分别单独制作，

然后组装套合在一起；待阴干后放进窑内焙

烧，烧的温度大约在摄氏1000度左右”；“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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俑的双耳绝大多数是用单模单独制作，贴接

于头的两侧”；陶俑的双臂，“系单独制作，

然后粘接到体腔的两侧”；“俑手都是单独制

作的……单独做好后插接于双臂的袖管内”。

陶马的“制作工艺过程是：先把马的头、

颈、躯干、四肢及尾、耳等分别制作然后拼

接黏合成为粗胎；再经过二次敷泥修饰、雕

刻成形；阴干后入窑焙烧；最后绘彩”[67]。

尽管秦兵马俑的模块化制作与汉代相比还有

明显的不同，但“兵马俑的设计制造者的

创造性功绩在于，他们建立了一个用数量

有限、划分明确的部件来组装兵马俑的体

系”[68]。其三，石甲胄的制作。秦始皇陵封

土东南侧K9801陪葬坑发掘出87领石铠甲和

43顶石胄，经清理复原，石铠甲的甲片有长

方形（包括纵长方形和横长方形两种）、方

形、等腰梯形、鱼鳞形和不规则形等五类，

穿孔位置和数量因甲片形状不同而异，用扁

铜丝将石甲片编连成四种类型的札甲和鱼鳞

甲；石胄的制作方法与之类似，只是甲片形

状更为多样，用扁铜丝将其编连成两种类型

的石胄。“这些甲胄标本绝大多数是仿皮甲

制作的……类型多样，但同一类型的甲胄从

整体形制、尺寸到甲片数量、甲片连缀叠压

规律都有非常统一的规格……同一类型甲胄

的甲片相同，便意味着甲胄的大批量生产，

省工省时便于管理”[69]。其模块化生产由此

可见一斑。当然，秦始皇陵是皇家工程，无

论是铜车马的制作还是陶兵马俑和石铠甲等

的生产，都属于官府手工业所为，其制作技

术及生产方式均应代表了当时的先进水平，

但应都说明当时的模块化生产在手工业生产

或至少在官府手工业中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

度。至于秦代模块化生产的源头，自在先秦

时期，对此将另文论述。

就汉代的模块化生产来说，考古发现的

丧葬用品和实用器具中既有官府手工业的产

品也有民营手工业的产品，铜器、铁器、漆

木器、陶器及多种材质复合制作的器物同样

也是官府手工业和民营手工业的产品共存，

并且在一般情况下两者难以区分。但根据现

有的考古资料及其分析，对汉代的模块化生

产还是可以获得一些总体的认识。

其一，模块化生产方式，既应用于丧葬

用品的制作，也应用于实用器具的生产，两

者之间似乎没有明显的差别。但是，“部件装

配式”（指分别单独制作成型的模块本来就是

一件器物的零部件或可拆装的一部分）模块

化生产应用于两者，而“段块组装式”（指

一件器物本来可以整器一次成型但人为地将

其分割成若干段块分别单独制作成模块后组

装成器）模块化生产则主要用于丧葬用品的

制作。

其二，模块化生产方式，既存在于官府

手工业，也存在于民营手工业，但两者的应

用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如果说弩机和甲胄等

兵器武备、结构复杂且制作精美的铜日用器

具、金银铜等金属釦漆器、迄今考古发现的

实用马车和车马的模型明器等——尤其是出

自王侯陵墓等高等级墓葬者大都属于官府手

工业所产的话，那么或可认为，官府手工业

的模块化生产程度要高于民营手工业。

其三，模块化生产方式在两汉四百余年

间经历了其社会应用不断扩展的过程。一是

应用范围的扩展。尽管模块化生产在西汉初

年就已经存在——实际上在秦代已经发展到

相当的水平，但无论是丧葬用品还是实用器

具，模块化制作的产品从种类到数量自西汉

后期开始都明显增多，东汉时期更是多见。

二是从官府手工业向民营手工业的扩展。尽

管模块化生产从西汉初年就已经应用于官府

和民营手工业生产，但从西汉后期开始民营

手工业的模块化产品明显增多，尤其是东汉

更是如此。因为西汉后期至东汉时期官僚地

主和平民墓葬中大量随葬多种多样的俑类、

模型明器及其他丧葬物品，并且这些丧葬

用品大多采用模块化方式尤其是“段块组装

式”模块化方式制作，而它们大都应当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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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手工业作坊的产品。三是从汉王朝中心地

区向边远地区的扩展，三峡地区发现的麦沱

陶俑、以四川盆地为中心流行的铜摇钱树、

云贵地区发现的铜车马、甘肃武威出土的铜

车马俑群等，均可为证。

总之，模块化生产在汉代已经是加工制

造业一种比较常用的生产方式，无论是丧葬

用品的制作还是实用器具的生产，从陶器、

铜器、铁器到漆木器等各种加工制造业，莫

不如此，尤其是西汉后期开始又进一步发

展。汉代手工业生产中模块的制作及其组合

装配一般是在同一工场或作坊中进行的[70]，

与现代工业生产中的跨企业甚至跨行业进行

有所不同，但其性质和原理是相同至少是相

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代的模块化生产

或可称为“古典式模块化生产”。模块化生产

方式在汉代趋于成熟并得到推广应用，后来

又长期延续并进一步发展，成为近现代工业

生产中模块化生产的先声。

五、余  论

就 模 块 化 生 产 方 式 本 身 来 说 ，“ 标 准

化、协作性、可预见性是这种生产体系的基

本特征”[71]。一方面，模块分别由专门的工

匠制作，模块的组装由专门的工匠负责，

而从事这种模块制作或组装的工匠们因长期

“术业有专攻”而“熟能生巧”，既能保证质

量，又能提高产量。另一方面，各种模块的

制作可由多人、多工种同时分别进行，模块

的组装和器物的“总成”同样可以多人甚至

多条“生产线”同时进行。正因为如此，模

块化生产既可以大幅度提高产品质量，又能

够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有助于降低生产成

本，还可以实现同类产品的多样化，尤其对

于结构复杂、形体硕大的器物的制作来说，

其优势更为明显。很显然，模块化生产方式

的产生和发展，既是技术进步的必然要求，

更是社会生产分工不断细化、手工业生产不

断专业化的必然结果[72]，还与商品经济的发

生和发展密切相关。

正是由于模块化生产需要预先设计、

多人协作、专业分工、多工种配合，所以，

模块化生产需要在相应的生产组织形式下方

可实现。在这样的生产体系中，一件完整器

物的制作过程随着技术分工[73]而被分解为若

干相互关联的单元，主持总体设计和总成的

“匠师”[74]诞生；劳动分工相对专业化和固

化，专门从事模块制作或组装的“专业化”

工匠产生；生产过程工艺流程化，负责组

织、协调和管理的专门人员出现[75]。当然，

在古代社会，产品的总体设计和整个生产过

程的主持以及工匠的组织、协调和管理也可

能由匠师兼而为之。但无论如何，生产组织

内部的劳动分工更加专业化、组织管理进一

步复杂化是必然的，而这种生产组织内部的

专业化和复杂化，是在整个社会生产分工专

业化、社会生产组织复杂化的大背景下发生

和发展的。因此，古代社会模块化生产研究

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生产技术本身，而且由

此可以从一个侧面窥知当时的生产组织结构

及社会生产方式。这也正是本文就汉代的模

块化生产进行考察的学术初衷之所在[76]。

附记：本文插图由李淼、杨勇协助制

作，修改过程中南京博物院李则斌也提供了

帮助，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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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杨 泓 ：《中 国 古 代 兵 器 通 论》第1 5 8页 图

一八二、图一八三，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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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原》，《考古》1987年第11期。

[60]  白荣金、钟少异：《甲胄复原》第151～224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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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汉墓出土的陶器皿中，有些是日常实用器，但

有些是明器，研究过程中需要加以辨识。

[65]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天长三角圩墓

地》第340、351、356页，文物出版社，2013年。

[66]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等：《秦始皇陵铜车马发

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8年。

[67]  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第330～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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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

第104页。

[69]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秦始皇帝陵园考古

报告（1999）》第48～105页，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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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70]  东汉时期摇钱树的铜制树干及树枝与陶制或

石制的底座，其模块的制作究竟是在同一作坊

还是在不同的作坊，尚无可资说明的资料，但

从其类型和结构推测，两者有可能是分别在不

同的作坊制作。

[71]  《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

第72页。

[72]  现代经济学认为：“分工促进了技术的发展，

同时技术进步也进一步发展了生产组织内部

的分工”。“模块化本质上是一种更高层次的

分工技术”（参见周海蓉：《模块化生产与产

业升级》第38、74页，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7年）。

[73]  现代 经济 学 认 为，“ 技 术分工（Te c h n i c a l 
Specialization）是指特定产品的生产任务被

分解为不同步骤去完成，技术分工可以在同一

工厂内实现……也可以不在同一工厂内完成”

（参见周海蓉：《模块化生产与产业升级》第

31页，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年）。

[74]  汉长安城未央宫出土的3∶08558号骨签刻铭

“二年河南工官，令定，丞立，作府廷，工反

造”中的“工反”（参见刘振东、张建锋：《西

汉骨签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

3期），西安高窑村出土汉成帝阳朔元年（公元

前24年）至汉成帝鸿嘉二年（公元前19年）间

制作的8件上林铜鉴刻铭中的“工杨政”、“工

李骏”“工杨放”等（参见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

会：《西安三桥镇高窑村出土的西汉铜器群》，

《考古》1963年第2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

现的建武三十二年虎贲官造铜弩机铭刻中“工

李岩造”的“工李岩”（参见河北省文化局文物

工作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考

古学报》1964年第2期），前举蜀郡西工造漆器

和广汉郡工官造漆器刻铭中的“造工”，以及

灵宝张湾4号汉墓出土的永元六年考工造铜弩

机铭刻中“造工王山”等，可能就是负责总体

设计和总成的“匠师”。

[75]  这种情形，由于“物勒工名”制度的存在，在汉

代工官生产中看得比较清楚，至于当时民营作

坊内部的分工和管理，可能没有工官作坊那样

复杂和完善，但匠师、劳动分工及相应的管理

等同样是存在的。

[76]  模块化生产方式研究，既有助于古代手工业生

产技术及生产组织乃至社会经济的研究，还

有助于理解和认识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社

会关系。因此，在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和研究

中，注意观察有关模块化生产的现象并进行

详实的记述和研究是必要的。

（责任编辑 黄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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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龙囤》简介

《海龙囤》由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

州省博物馆、遵义海龙屯文化遗产管理局编

著科学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本书为16开精

装本，正文1204页，字数约225万字，文后附彩

色图版364页，定价1600元。

海龙囤，又名龙岩新城、龙岩囤或海龙

屯，始建于南宋宝祐五年（1257年），而毁于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的播州之役，是杨

氏治下的播州最负盛名的羁縻·土司城堡。

2015年7月与湖南永顺老司城、湖北唐崖土司

城一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本书是海龙

囤2012～2014年度考古发掘研究报告，对海

龙囤相关遗存进行了全面介绍与深入研究。

 （丰 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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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览

河南安阳市辛店铸铜遗址2018～2019年发掘简报　2016年和2018～2019年，安阳市文物考古

研究所等对辛店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出土一大批青铜器、玉石器、骨蚌器、陶器和三万余件

陶范、炉壁等。该遗址是一处殷墟时期以“戈”族为主体的“居、葬、生产合一”的超大型青

铜铸造场所和大型聚落，对研究殷墟时期都城的布局是一次突破性的发现。

河南安阳市辛店遗址商代晚期墓M11　2018～2019年，在辛店商代晚期铸铜遗址内发现并清

理了M11。该墓为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葬具为一棺一椁，单人葬，殉有一羊一狗。出土陶

器、铜器、玉石器和漆器共36件，16件青铜礼器中有15件共16处铸有铭文，铭文绝大多数为

“戈齐”，个别为“戈”。该墓属殷墟四期晚段，墓主可能是铸铜作坊的管理者。

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皇城南部一号街道发掘简报　辽上京一号街道是贯通皇城南门和宫

城南门的重要街道。发掘表明，一号街道及临街建筑自辽代始建并一直延用至元代中晚期，整

体格局沿袭的同时，街道和建筑的形制规模不断变迁。此次发掘为建立辽上京城址的年代序

列、研究辽上京城址的布局沿革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周原遗址凤雏建筑基址群探论　位于周原中心区域的凤雏建筑基址群可分为三组，其时代为西

周早期至西周晚期。其中F3属于周庙（太庙）。甲组基址与乙组基址为周王朝寝之所，F6～10

为康宫建筑群。作为周朝政治、礼仪中心的凤雏建筑群，其建筑的主要功能是敬祖与朝寝。西周

王室可能尚未运用《考工记》所记“前朝后寝、左祖右社”原则布局宫室建筑。

汉代模块化生产的考古学观察　模块化生产方式指将复杂的生产进行多块的简单分解，再由分

解后的各个模块集成生产。巫山麦沱汉墓出土的陶俑是汉代模块化生产的一个典型例证。模块

化生产方式在汉代的官府和民营手工业中都较流行，产品既有丧葬用品也有实用器具。反映出

“古典式模块化生产”在汉代已趋于成熟，成为近现代工业生产中模块化生产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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